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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金属污染物因具有持久性和难降解性，严重影响生态系统健康。青藏高原湖泊远离

人类污染区，是研究人类污染物远端效应的理想区域。基于定年数据，湖泊沉积物可以追踪近

百年内的人类污染物变化趋势。环境磁学具有经济、快捷和无损耗的特点，被广泛证实可以有

效指示重金属污染；但目前还缺乏对青藏高原湖泊沉积物中的相关环境磁学研究。为此，选取

青藏高原南部枪勇错1899—2011年的沉积物，进行系统的环境磁学分析，探讨磁性矿物与重金

属Hg的相关关系及环境指示意义。结果表明：1899—2011年磁性矿物的类型没有发生变化，

可分为4类组分，其中：组分C1（赤铁矿）占比不断增多，C2（针铁矿）占比相应减少，C3和C4（磁

铁矿）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样品的饱和等温剩磁和低频磁化率与Hg含量相关性较低。然而

C1组分与Hg含量呈现良好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在近百年全球和青藏高原气温不断增高

的趋势下，枪勇错的主要补给——枪勇冰川融化加速，导致原来被冰川或冰尘封存的人类污染

产生的Hg重新释放。在这个过程中，C1（赤铁矿）组分因表面积大而易于富集Hg，最终二者一

同随融水进入到枪勇错。本研究表明，环境磁学可以应用于青藏高原南部湖泊的重金属研究，

并为揭示Hg在青藏高原南部湖泊中的富集过程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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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藏高原具有“第三极”和“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在4000 m以上[1]，气候条
件独特、地广人稀、工农业活动极为微弱，空气质量优良。即使是作为中心城市之一快
速发展的拉萨，其大气污染物观测数据也表明空气质量多年持续良好，呈现美丽的“拉
萨模式”[2]。但在西风和亚洲季风的共同作用下[3-5]，非高原内部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经
长距离传输，通过干、湿沉降进入青藏高原[6-8]。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9-10]、重金属污染
物 [2, 11-14]、多环芳烃[15]、有机分子标志[16]、黑碳[17-21]等污染物，均在青藏高原气溶胶、粉
尘、积雪或雪坑、表层土壤、冰芯和湖泊沉积物中被检测出。

在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中，重金属因具有潜伏性强、迁移速率慢和难降解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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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严重影响区域生态系统健康[22-23]。已有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地区重金属污染的来源包
括汽车等交通工具[24]、化肥和农药的施用[25]，及大量来源于高原外部的灰尘和气溶胶等
大气颗粒物的沉降[10-14, 26]。这些研究中常用的实验方法可分为两种：① 对样品采用三步
消解法进行前处理后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ICP-MS）对重金属元素进行测定[24, 26]；
② 研究重金属汞（Hg）时常采用的美国EPA7473方法[11-14]。相比较这些步骤复杂的分析
方法而言，环境磁学具有经济、无损和无污染的优势，并被广泛应用于土壤[27]、湖泊沉
积物[28]、树木年轮[29]和大气降尘[30]的重金属监测研究中。这些研究表明重金属指标与岩石
磁学参数具有极高的相关性，磁化率（χ）等磁学参数可以用作重金属元素的替代性指标。

与其他类型的沉积物相比，湖泊沉积物具有连续、分辨率高的优势。基于定年数
据，还可追踪近百年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污染情况[12, 31]。目前，在青藏高原湖泊沉积物
研究中，鲜有采用环境磁学方法进行污染物研究的报导。工业革命以来，独特气候环境
下的青藏高原湖泊沉积物中，其磁性矿物与重金属元素具有何种的相关关系？环境磁学
参数变化反映的是人类污染情况还是高原气候环境变化？这些科学问题有待解答。因
此，本文选取位于青藏高原南部的枪勇错的沉积物开展环境磁学分析，结合高原气温和
降水变化，并与前人报导该湖Hg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探讨枪勇错沉积物中磁性矿
物环境指示意义。

2 研究区概况

枪勇错（28.883°N, 90.217°E）位于青藏高原南部（图1），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雅鲁
藏布江之间，发育于枪勇冰川北坡，海拔约4870 m，由冰川融化退缩而形成。湖水补给
以枪勇冰川融水为主，其水文条件具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32]：春季或秋季，冰川融水较
少，湖区补给少，湖盆水域表面尚未结冰，湖泊系统呈封闭状态，以蒸发作用散失水
分；夏季时，冰川融水流量很大，枪勇错下方会外溢成河；冬季由于气温较低，湖水表
面结冰，水分散失主要以表面冰层的升华作用。距枪勇错约15 km的浪卡子气象站（海

图1 枪勇错湖泊地理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Qiangyong Co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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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4431.7 m）资料显示：该地区全年降水集中于夏季，年均降水量约为370 mm，年蒸发
量大于2000 mm。

3 材料与分析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样品为2011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野外考察队于枪勇错湖泊获
取的直径6 cm的重力钻孔，样品岩性为灰色粘土。用不锈钢刀按0.5 cm间距进行分样，
冷冻干燥后以待测试分析。根据 210Pb的分析结果，该钻孔 0~9.5 cm沉积物中Hg含量变
化主要反映了1899—2011年南亚次大陆人类活动释放汞不断增多的趋势[13]。本文对这段
样品的岩石磁学进行分析，相关实验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学与年
代学实验室完成。

样品称重后装于 2 cm×2 cm×2 cm的无磁小方盒中，利用捷克Agico生产的MFK多
频率各向异性磁化率仪测量高频磁化率（χhf）、低频磁化率（χlf），测量频率分别为15616
Hz和976 Hz。使用2G-760超导磁力仪测量所有样品的非磁滞剩磁（ARM）和等温剩磁
（IRM）。ARM是以100 mT为交变磁场峰值，0.05 mT的恒定直流场中获得。随后，使用
脉冲磁力仪首先获得样品正向场 1 T 的等温剩磁，并将其定义为饱和等温剩磁
（SIRM），并分别获得反向场100 mT和300 mT的等温剩磁（IRM-100 mT和 IRM-300 mT）。

将样品称重后装于无磁胶囊，使用Micromag VSM 3900振动样品磁力仪获得样品的
磁滞回线和反向退磁曲线，由此获得样品的饱和磁化强度（Ms）、饱和剩磁强度（Mrs）、
矫顽力（Bc）和剩磁矫顽力（Bcr）参数。随后获取样品的 IRM获得曲线，并选取特征样
品测量一阶反转曲线（FORCs），FORC曲线的平滑因子为7。

为确定样品中磁性矿物的种类，使用MFK多频率各向异性磁化率仪测量特征样品磁
化率随温度变化 （χ-T） 的实验测量，升/降温步长为 5 ℃，加热环境为氩气。使用
MPMS XL-5超导量子磁力仪测量特征样品的零场冷却曲线（ZFC），样品首先在零场环
境下冷却至低温 20 K，而后获得 2.5 T的等温剩磁，并以 5 K/min的速度加热并测试至
300 K。使用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Varian Cary 5000获得样品的漫反射光谱，
计算其二阶导数确定样品中是否含有赤铁矿和针铁矿。

4 结果分析

4.1 磁学参数的垂向变化
磁学参数随时间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图2），据此将枪勇错沉积物划分为3

个时间段（1899—1951年、1951—1988年和1988—2011年）进行分析。
χlf常被用来粗略估算样品中磁性矿物的含量[33-34]，枪勇错沉积物中χlf变化范围在1.77×

10- 6~2.43×10- 6 m3/kg 之间，平均值为 2.05×10- 6 m3/kg。1951 年前整体略呈增长趋势，
1951—1988 年变化较小，1988—2011 年呈波动变化。频率磁化率 （χfd%=（χlf-χhf）/χlf ×
100%）可以反映样品中超细颗粒的超顺磁磁性矿物的含量[33]。该钻孔中χfd%变化范围在
3.37%~8.25%，平均值为5.23%。除1943—1960年χlf与χfd%具有相反的变化趋势外，二者
整体变化趋势一致，即χlf的变化与样品中超顺磁磁性矿物的含量有关，例如，1996年
χfd%的突然增高对应着χlf的极值。

ARM与样品中细颗粒的单畴磁性矿物的含量有关[35]，其值介于 1.21×10-5~2.68×10-5

Am2/kg之间，其变化趋势与χlf和χfd不同：1951年前整体略呈减小趋势，1951—1988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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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微弱，1988—2011年整体呈先增后减。SIRM常用来估算样品中磁性矿物的含量，但
实际上它还受磁性矿物类型和磁畴的影响，除个别年份（1938年）外，其变化趋势与
ARM基本一致。

S比值（S0.3=IRM-300 mT/SIRM）指示样品中低矫顽力矿物的相对含量[33]。枪勇错沉积
物中S0.3的平均值为 0.751，表明以低矫顽力矿物为主，S0.3变化趋势为：1899—1951年，
低矫顽力矿物含量逐渐减少，1951—1988年变化不明显，1988年以后呈现增多趋势。其
变化与ARM和SIRM基本一致，表明ARM和SIRM与样品低矫顽力矿物含量变化有关。

ARM/SIRM、ARM/χlf和SIRM/χlf是常用来判断磁性矿物粒径变化的3个比值参数[33-34]。
1951年前，ARM/χlf和SIRM/χlf具有相似的减小趋势，表明细颗粒的磁性矿物的含量在下
降，而 ARM/SIRM 变化较小；1951—1988 年，3 个参数的变化均不明显；1988—2011
年，ARM/SIRM和SIRM/χlf整体呈增加趋势，表明细颗粒的磁性矿物增多，ARM/χlf则呈
波动变化。这3个比值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一致，相比较而言，SIRM/χlf

可以代表磁性矿物粒径相对粗细的变化。
4.2 磁性矿物分析

Mrs/Ms和Bcr/Bc构成的Day图可以粗略分析样品磁畴状态[36-38]。枪勇错沉积物中磁性矿
物整体靠近于单畴（SD）区域，粒径较细。相比较而言，1951年前沉积物中磁性矿物颗
粒更接近于单畴状态，1951—1988年以准单畴（PSD）为主，1988年后磁性矿物再次接
近于单畴状态（图3a）。需要注意的是，当测试样品含有一定量的赤铁矿时，会使样品在
Day氏图中的位置向右上方偏移[37, 39]。

所有样品的磁滞回线形态一致，均呈现细腰[34]状态（图3b）。IRM获得曲线在约300
mT前快速升高，这表明样品中含有低矫顽力矿物；随后变缓，至约 600 mT时基本饱
和，随后仍有微弱上升，表明样品中含有高矫顽力矿物（图3c）。在不同时间段内，IRM
获得曲线的变化特征与 Bcr 的均值变化较为一致 （图 3c~3d）：1951 年前的 Bcr 均值为
103.09 mT，IRM获得曲线在 300 mT前上升速度最快；1951—1988年均值上升为 132.26

注：Hg含量变化及年代数据来自文献[12]。

图2 枪勇错沉积物环境磁学参数变化和Hg含量变化
Fig. 2 Environmental magnetic parameters and mercury (Hg) concentrations of Qiangyong Co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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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IRM获得曲线在 300 mT前上升速度最慢；1988年以后Bcr均值回落至 114.65 mT，
而IRM获得曲线在300 mT前的上升速度介于其1899—1951年和1951—1988年之间的速度。

FORCs图常用来判断样品中磁性矿物的磁畴状态和种类[33-34]。枪勇错沉积物在3个时
间段中的FORCs图形态基本一致（图4b~4d）：在Hc方向上有很大的展布，表明样品中磁
性矿物组成较为复杂，在约20 mT附近存在一个峰值表明存在低矫顽力的矿物。为确定
样品中磁性矿物的组分，根据前人的研究方法[40-41]将 IRM获得曲线进行分解，从底部到
顶部的3个阶段中的磁性矿物均由4大类组分（Component, C）构成（图4e~4j）：C1（B1/2:
112 mT）、C2（B1/2: 186.2~330 mT）、C3（B1/2: 36.3 mT）、C4（B1/2: 6.3 mT）。C3和C4对
应着低矫顽力的磁性矿物，如磁铁矿和磁赤铁矿，二者共同作用导致FORCs图约20 mT
附近存在一个峰值。C1、C2为不同磁畴的中、高矫顽力的矿物，如赤铁矿；C1和C2是
FORCs图在Hc方向上具有较长展布的磁性载体。这4种组分的百分比含量在1899—2011
年间存在不同的变化趋势：除个别层位外，C1占比不断增加，C2的比例不断下降，C3
占比在11%~16%之间，而C4的比例基本不变，占比5%~6%外。

特征样品的χ-T 变化形态相同（图 4k~4m）：加热曲线在 250 ℃之前变化微弱，在
250~300 ℃之间出现微弱的峰值，可能是由于有少量磁赤铁矿生成[42]。当加热至 430 ℃

图3 枪勇错沉积物的Day图(a)、磁滞回线(b)、IRM获得曲线(c)和反向退磁曲线(d)
Fig. 3 Day-plot (a), magnetic hysteresis loops (b), IRM acquisition curves (c), backfield demagnetization curves (d) of

Qiangyong Co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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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χ急剧升高，并在约 510~515 ℃出现峰值，这一现象与第四纪黄土的χ-T曲线相同，
其成因有两种可能[42]：① 样品中单畴磁铁矿在加热到居里温度附近时呈现类似超顺磁颗
粒的性质 （Hopkinson 效应），χ升高；② 加热过程中有新的磁铁矿生成。当加热至
585 ℃时，χ大幅度降低，但直到 700 ℃时才降低至最低，表明样品中含有少量赤铁矿。
降温曲线在高于510 ℃之前基本与升温曲线可逆，但随温度继续降低，降温曲线明显高
于升温曲线，表明在加热过程中有强磁性的磁铁矿生成。

特征样品的低温实验曲线显示（图5a）：低于50 K时下降快速，说明样品中有大量
的超顺磁磁性矿物[43]；其一阶导数曲线在110 K附近呈现verwey转换，这表明样品中含
有少量的磁铁矿或磁铁矿的颗粒较细[44-46]。前人研究表明[47-49]：赤铁矿和针铁矿在漫反射
光谱的二阶导数曲线中分别呈现波长为 535 nm和 425 nm的波谷。枪勇错沉积物特征样
品的漫反射光谱二阶导数曲线也存在535 nm和425 nm的波谷（图5b），这表明样品中含
有针铁矿和赤铁矿。

综上，枪勇错沉积物在1899—2011年的磁性矿物组成类别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由
4种磁性矿物组分构成，表明磁性矿物的来源在1899—2011年没有明显变化。结合样品
FORCs图、χ-T曲线、低温曲线和漫反射光谱可以得出：C1为赤铁矿，C2为针铁矿，C3
和C4可能为磁铁矿。结合Day图分析，C1为细颗粒的赤铁矿，Hu等[50]在古土壤剖面中
也发现存在此类赤铁矿。

5 讨论

χlf和SIRM常被用作重金属元素的代用指标，如在白洋淀中χlf与Hg呈现良好的正相
关关系[51]。枪勇错沉积物中这两个指标整体变化趋势与Hg含量变化呈现复杂的对应关系
（图 2）。χlf与Hg含量在 1951年前整体呈正相关关系，1951—2011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图6a），而SIRM和SIRM/χlf在1950年前整体与Hg呈现负相关，1951—2011年则呈正相
关（图 6b）。χlf和SIRM与Hg含量变化呈现出不同相关关系，可能与他们的影响因素有
关：枪勇错沉积物含有超顺磁颗粒，导致χlf会显著增大，而SIRM则不受超顺磁颗粒的影

图5 枪勇错沉积物特征样品的低温曲线零场冷却曲线及其一阶导数曲线(a. 实线为零场冷却曲线; 虚线

为其一阶导数曲线; b. 特征样品漫反射光谱强度的二阶导数曲线)
Fig. 5 Zero-field-cooling curves (a, the solid line and dashed line represent the origin data and its first derivative data of

zero-field-cooling curves respectively) and the second derivative curves of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 (b) for selected

samples of Qiangyong Co Lake

74



1期 高 星 等：1899—2011年青藏高原南部枪勇错沉积物磁性矿物的环境意义

响。兼之，样品中磁性矿物的组分在1899—2011年没有发生变化，但不同组分的比例却
发生显著变化，这可能对χlf和SIRM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与白洋淀沉积物的磁性矿物以工
业污染产生铁氧化物为主的情况不同。因此，在枪勇错沉积物中χlf和SIRM不能简单地用
于Hg的替代性指标。

枪勇错中C3和C4组分在1899—2011年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因此与Hg含量的变化
无关。除个别层位外，C1和C2组分的比例与Hg含量分别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负相
关关系（图6d~6f、图7a、图7h）。前人研究表明重金属与磁性矿物具有正相关关系的机
制可能为：① 高温或燃烧工业过程同时产生重金属污染物和磁性矿物[52-53]；② 磁性矿物

图6 枪勇错磁性矿物组分变化与Hg含量及浪卡子降水和气温的相关性
Fig. 6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variations of magnetic component and Hg content of Qiangyong Co Lake and

environmental indexes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average temperature) of Nargaz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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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大的表面积可以吸附Pb等重金属污染物，并经历相同的搬运和沉降过程[54-55]。人
类工业产生的磁性矿物主要是颗粒较粗的磁性矿物（磁铁矿、赤铁矿、磁黄铁矿） [27]，
枪勇错沉积物的磁性矿物接近于细颗粒的单畴形态，与之不符。此外，人类活动产生的
磁性矿物经粉尘和气溶胶向外扩散，随距离增大，影响逐渐减弱。枪勇错地处工业欠发
达的青藏高原，远离污染源，其磁性矿物的组成1899—2011年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仅
为中矫顽力矿物（赤铁矿）占比增多和高矫顽力矿物相应减少，因此排除人类污染是枪
勇错沉积物的磁性矿物的主要来源。Hg可以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到湖泊中，而磁性矿物
也主要通过地表径流、降水和粉尘进入到湖泊。因此，C1占比与Hg含量的正相关关系
最可能原因是C1具有较大的表面积可以吸附Hg，并经历了相同的运移过程，而C2组分
并未吸附Hg，其比例随C1不断增多而相应减少，因此导致C2与Hg呈现负相关关系，
C1和C2的比值（C1/C2）与Hg含量呈现出更加显著的线性关系。

枪勇错的湖水补给以冰川融水为主，因此，沉积物主要由冰川融水径流搬运入湖。
其中，C1占比自1899年始终最大，因此冰川融水所携带或搬运的磁性矿物是C1的主要
来源。距枪勇错15 km左右的浪卡子气象站1951—2011年与青藏高原气温均呈现显著增
温趋势，导致冰川融水量增大，枪勇错沉积物中C1含量随之增多，这可从枪勇错沉积物
中C1组分占比与1951—2011年温度变化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图6j~6l、图7f~7h）得到印
证。而冰川是Hg的临时储存器[56]，当冰雪融化时，富集在冰川的Hg被释放出。最新研
究表明：青藏高原冰尘（消融季冰川表面聚集的大量深颜色粉尘物质）具有较强的Hg富
集能力，是Hg二次释放不可忽视的源[11]。而冰尘中亦被证实含有铁氧化物，如赤铁矿和
针铁矿[57]。在这一系列的Hg富集或释放中被磁性矿物所吸附，最终随融水一起进入到枪
勇错。高原温度升高还可能导致局部环流的不稳定性，有利于强对流的沙尘暴等极端天

注：Hg含量变化及年代数据来自文献[12]；青藏高原和北半球平均温度距平数据来自文献[16]。

图7 枪勇错磁性矿物不同组分的占比变化(a~d)与浪卡子气象站降水(e)、气温(f)、青藏高原

平均气温变化、北半球平均温度变化(g)和Hg含量的变化趋势

Fig. 7 The variations of different magnetic components of Qiangyong Co Lake (a~d), annual precipitation (e) and average

temperature (f) from Nargaze station, temperature anomal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g), and

Hg conten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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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发生，磁性矿物和Hg可能通过干沉降进入枪勇错，但高原上已有数据表明[58]：沙尘演
化趋势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即 20世纪 70—90年代沙尘次数较多，而在之前和之后则较
少。这种趋势与C1组分和Hg含量不断增多的趋势不一致，因此，与沙尘活动有关的干
沉降不是C1组分进入枪勇错的主要途径。此外，季风降水会携带Hg进入青藏高原，而
其浓度具有随南亚经济的增速而增大的特点[59]，这可能是枪勇错沉积物中部分Hg的来源
之一，但考虑到降水中不溶性颗粒物较少，且距枪勇错15 km左右的浪卡子气象站观测
数据表明：1951—2011年降水呈波动性变化，无明显的增多或减少趋势。C1与浪卡子气
象站观测的年降水量变化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图6g~6i、图7e、图7h），因此，排除磁性
矿物C1主要来源于降水的可能性。

6 结论

枪勇错沉机物在 1899—2011年期间的矿物组成没有发生变化，均由 4类组分构成：
C1 （B1/2: 112 mT）、C2 （B1/2: 186.2~330 mT）、C3 （B1/2: 36.3 mT）和C4 （B1/2: 6.3 mT）。
综合岩石磁学各项参数可得：C1为细颗粒的赤铁矿，C2为针铁矿，C3和 C4为磁铁矿。
但这四类组分的比例在研究期间存在不同的变化趋势：C3和C4占比基本保持稳定，C1
占比不断增大，C2组分相应不断减小。这4类组分的复杂变化使得χlf和SIRM与Hg含量
呈现出不同且复杂的相关关系，不能用作Hg含量的替代性指标。这表明在青藏高原南部
湖泊利用环境磁学进行重金属污染研究时，需要以详细的岩石磁学分析为基础，不能简
单将χlf和SIRM用作重金属物质的代用性指标。而C1组分和Hg含量存在良好的正相关关
系，可以指示枪勇错沉积物中Hg含量的变化。其可能的机制为：1899—2011年，枪勇错
的主要补给冰川因高原温度不断升高而融化加速，原来被冰川封存的Hg或冰尘中Hg重
新释放，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磁性矿物（赤铁矿）因表面积大而富集Hg，最终随融水进
入到枪勇错。本研究表明环境磁学可以在青藏高原南部湖泊中开展重金属等污染研究，
并可为追踪青藏高原南部湖泊中Hg的来源提供新的研究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相关性仅建立在枪勇错一个湖泊的研究中，未来需要对青藏高
原南部的其他湖泊（如然乌错）开展对比研究进行验证。另外，要完全厘清磁性矿物和
Hg进入到湖泊的过程，未来还需要对枪勇冰川的冰尘、冰川融水、径流补给区的表土、
枪勇错的降水、以及粉尘进行环境磁学和Hg含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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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高 星 等：1899—2011年青藏高原南部枪勇错沉积物磁性矿物的环境意义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Qiangyong Co Lake sediments,
southern Tibetan Plateau and its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during 1899-2011

GAO Xing1, KANG Shichang2, LIU Qingsong3, CHEN Pengfei2, DUAN Zongqi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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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 from major zones of human pollution, the widely developed lak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re ideal regions to evaluate global and regional impacts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reliable dating, they can provide historical records of human pollution. Heavy

metal is one of the most harmful pollutants, and is harmful to bi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health due to its degradation-resistancy. Environmental magnetism characterized by its

sensitivity, facility and non- destructiveness, has been applied widely in estimating increased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systems. However, there lacks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lake sediment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hus,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environmental magnetic investigation of lake sediments in the Qiangyong Co Lake, southern

Tibetan Plateau to explore the relevance between magnetic minerals and heavy metal (Hg).

Results indicate that magnetic mineral species constituted by four different components (C1,

C2, C3, C4) remain stable during 1899-2011 AD, but the component C1 (hematite) increased

continuously with the corresponding decrease of component C2 (goethite). In contrast,

components C3 and C4 (magnetite) hav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IRM and Hg differs from that between clf and Hg, probably because SIRM and clf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of complex magnetic mineral species (four different components). But the

component C1 is correlated well with both Hg content and climate warm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his indicates that Qiangyong glacier (the main recharge source of Qiangyong Co

Lake) melt faster upon the Tibetan Plateau warming, and the accumulated Hg in glacier and

cryoconite were released again. During the processes, C1 (hematite) with large specific surface

area absorbs Hg, and is transported to the Qiangyong Co Lake.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magnetic properties of the Qiangyong Co Lake are excellent environmental proxies, which can

provide a new method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Hg deposition in lakes on the southern Tibetan

Plateau.

Keywords: southern Tibetan Plateau; Qiangyong Co Lake; lake sediments; environmental

magnetism; environment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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